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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我不是潘金莲》 的文学作品翻译、
电影改编与传播

邵　 霞

摘　 要： 文学作品与由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具有互文关系， 通过描述 《我不是潘金莲》 从文本到译

文、 从文本到电影改编中的语言和情节的保留或改动， 可以总结出小说语言与影视语言间的差异， 进而提

出文学作品影视改编的传播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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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学经典的电影改编研究是典型的互文性研究， 关注通过胶片技术和艺术改编再现的文学作品。
彭新良认为， 国际文化传播有三种主要方式： 一是在宗教传播过程中， 顺带进行文化的全方位渗透；
二是双边或多边政府之间的官方文化交流， 一般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或政治色彩； 三是商业化的文化

输出模式， 包括文化产品的输出和商业媒体的扩张。［１］电影输出是文学作品传播最直接和有效的方式之

一， 电影是文化形象的传播载体和媒介， 而电影改编则是实现向国际宣传中国经典文学作品和文化的

重要途径， 承担着树立民族形象的重任。
《我不是潘金莲》 从文学原著到电影改编经历了如下传播过程： 《我不是潘金莲》 （２０１２） →Ｉ Ｄｉｄ

Ｎｏｔ Ｋｉｌｌ Ｍｙ Ｈｕｓｂａｎｄ （２０１４） →Ｉ Ａｍ Ｎｏｔ Ｍａｄａｍｅ Ｂｏｖａｒｙ （２０１６）。 与原著相比， 电影中省去了一些次要情

节， 如贾聪明抱怨父亲老贾靠卖生姜为生， 无法资助自己争取法院副院长的职位， 以及贾聪明与大头

讨论与李雪莲结婚后得到好处等。 电影版相对于原著， 最大的改编在于结局。 原著中李雪莲的故事止

于 “正文” 开始前， 在她打算上吊时戛然而止。 冯小刚原计划让电影版也在此结束， 但考虑到西方读

者的审美习惯， 在多伦多放映的版本加上了一个 ６ 分钟的结局， 并且和原著的 “正文” 部分完全不同。
这只占了 ６ 分钟的结尾颠覆了整部作品。 可见， 由于目的语读者所处的语境与原作中文化和意识形态的

差异， 由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与原作有出入。
从传播媒介的角度看， 这种差异主要是文学文本的语言符号与由非语言符号构成的视觉化电影传

播的不同途径所造成的， 由文学文本改编为非语言符号的电影后， 电影运用图像、 语言和音乐构成的

是连续的、 历时性的多通道叙事手段来再现原作的故事， 而文学作品依靠的是抽象文字进行分离的但

蕴含逻辑的线性书写。 徐行言认为， 扎根于某种文化的特定的文学作品、 电影或录像， 因为风格、 价

值观、 信仰、 历史、 神话、 社会制度、 自然环境和行为模式的差异， 在异域观众中很难获得认同， 所

以文化差异会引起传播内容中的文化折扣现象， 即便是语内翻译， 由于口音和方言也会引起文化折

扣。［２］因此， 为了减少文化折扣， 电影会对原著某一方面作美学意义的改编， 将原著中的情节和人物进

基金项目： 本文系 ２０１７ 年陕西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 ‘互联网＋’ 背景下 ‘职业化’ 译者信息素养研究” （ ＳＧＨ１７Ｈ３５２） 和

陕西省教育厅专项项目 “贾平凹作品序跋翻译与研究” （１６ＪＫ１２２６） 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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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简易化和清晰化， 并对原著进行适应受众群体和时代需要的调试。
信息的生产与消费不仅仅是从发送者到接受者的直线运动， 还涉及传播采用的话语形式、 产生话

语的语境、 负载信息技术的手段等多种因素。 霍尔认为， 编码与解码常常是不一致的， 相同的信息在

不同受众中会获得不同的解码。［３］ 他同时指出三种解码方式： 第一种是 “支配—霸权式立场”， 在此类

编码中， 受众认同编码者的 “专业性代码”， 编码者与受众都接受代表官方或国家利益的 “意识形态机

器” 的立场。 葛浩文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 “首席翻译家”， 对 《我不是潘金莲》 文本的翻译就属于

此类传播。 第二种方式是 “协商的代码或立场”， 这种解码包括适应性与对抗性两方面， 一方面承认霸

权代码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受制于话语规则， 实现支配性话语与受众本人或团体的利益协调一致。 在

冯小刚改编 《我不是潘金莲》 文本的过程中， 对原作中的人名改变、 细节删减就是受到话语规则和电

影叙事影响的产物。 第三种为 “对抗的代码”， 它是一种与编码者意图完全相反的一种解码方式。 下面

将按时间先后顺序， 探讨 《我不是潘金莲》 传播过程中的变化。

二

２０１２ 年在北京首发的 《我不是潘金莲》， 是刘震云获茅盾文学奖后的第一部长篇， 也是他第一部以

女性为主角的小说， 小说出版后重印了十多次。 《我不是潘金莲》 是刘震云最近十年仅有的两部新长篇

之一， 也是他迄今为止被业界认为最大气、 最成熟的作品。
在小说 《我不是潘金莲》 里， 刘震云以黑色幽默的形式再现世情世相， 他对 《我不是潘金莲》 的

评价是： “这部小说直面当下， 直面政治， 但不是一本政治小说， 也不是一本女性小说， 而是 ‘底线小

说’ ———探一探当下的喜剧生活中幽默和荒诞的底线。 我写的不只是官司， 更是官司背后的生活逻

辑。” 刘震云介绍说小说 《我不是潘金莲》 是 《一句顶一万句》 的姊妹篇， “ 《一句顶一万句》 讲 ‘想
说一句话很难’， 《我不是潘金莲》 讲 ‘想纠正一句话也很难’。” 他引用 《纽约时报》 对小说 《我不是

潘金莲》 的评价： “过去中国的文学很沉重， 人也沉重， 而这次 《我不是潘金莲》 是用幽默的方式表现

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刘震云同意冯小刚的观点： “一部电影的目标如果只是娱乐， 那胡扯、 胡闹、 胸

大无脑就够了， 但一个民族的优秀电影必须有思想。”
２０１４ 年， 葛浩文与妻子林丽君合译并出版了 《我不是潘金莲》 的英译本 Ｉ Ｄｉｄ Ｎｏｔ Ｋｉｌｌ Ｍｙ Ｈｕｓｂａｎｄ，

他们的译本尽量寻找与目的语受众话语的共同点， 根据目的语受众的表达习惯来再现原作的表达方式，
并努力扩大这个共同点， 以海外受众乐于接受的方式进行传播， 基本达到了让目的语受众理解和接受

刘震云原作中所要表达的内容。 对于原作中因文化差异而造成的障碍， 葛浩文力求译文既能适应本地

要求， 又能尽量保持资源原有的特定情境含义， 从传播学角度讲， 本土化是指随着文化的跨国或跨地

域传播而传入的文化形式出现了本地的特征。
亨廷顿 （Ｓａｍｕｅｌ Ｐｈｉｌｉｐｓ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 和伯杰 （Ｐｅｔｅｒ Ｂｅｒｇｅｒ） 在分析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格局时提出

的 “文化放射物” 概念， 指能够主导某个区域甚至全球的文化力量。 对于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而言，
中国文化中的精华就是中国的 “放射物”。 如原作中以人物外形命名和地理地貌特征命名等中国特色词

语， 葛浩文都采取直译来实现译文与原作间的动态对等。 奈达的 “动态对等” 标准是基于信息传播学

提出的， 并将 “信宿” 即源语和目的语的受众和反馈 （原文和译文对源语读者与译语读者产生相同的

反应） 作为研究重心， 突出了翻译的交际功能。 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１） 有意义； （２） 传递原文神

韵； （３） 表达清晰、 自然； （４） 产生相似反应。 故事发生地为江西婺源， 涉及方言翻译， 葛浩文在确

保译文可读性的前提下， 忠实再现文本内容， 如下所示：
“你们哥俩儿争财产， 盐里没我， 醋里没我， 我好意劝你们， 咋就该打我了？” ［４］

Ｗａｎｇ Ｇｏｎｇｄａｏ ｓｈｏｏｋ ｗｉｔｈ ａｎｇｅｒ， “ Ｉ ａｍ ｎｏｔ ａ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ｉｓ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ｈｅ ｇｒｏｗｌｅｄ， “ Ｉ’ ｖｅ ｇｏｔ ｎｏ
ｓｔａｋｅ ｉｎ ｉｔ􀆰 Ｉ’ ｍ ｔｒｙｉｎｇ ｔｏ ｈｅｌｐ， ａｎｄ ｙｏｕ’ ｒｅ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ｉｎｇ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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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划线部分方言的翻译， 葛浩文采取的是利于读者理解的意译法。 葛浩文译本中可读性的考查

可以参照鲁道夫·弗雷奇 （Ｒｕｄｏｌｆ Ｆｌｅｓｃｈ） 的易读性公式， 包括阅读易读性公式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Ｅａｓ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
和人情味公式 （ Ｈｕｍａ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Ｆｏｒｍｕｌａ）， 被广泛用来考查文本的易读性。［６］ 易读性公式为： Ｒ􀆰 Ｅ ＝
２０６􀆰 ８３５－０􀆰 ８４６ｗｌ－１􀆰 ０１５ｓｌ􀆰 Ｒ􀆰 Ｅ􀆰 ＝易读性的分数； ｗｌ ＝每 １００ 个字的音节数； ｓｌ ＝每一个句子中的平均

数字。 易读性公式的得分在 ０ 到 １００ 之间， 得分越高说明传播内容月容易阅读。 为了确保数据的准确

性， ｗｌ 与 ｓｌ 值都取的是译本中单词和句子的平均值。 通过考察最终得出葛浩文译本中的可读性： Ｒ􀆰 Ｅ ＝
２０６􀆰 ８３５－０􀆰 ８４６∗１２５－１􀆰 ０１５∗７ ＝ ９３􀆰 ９８。 易读性强则说明译读者易于接受和了解作品， 可以以理性速

度阅读， 并带来阅读乐趣进而留下深刻的印象。
人情味公式为： Ｈ􀆰 Ｉ􀆰 ＝ ３􀆰 ６３５ｐｗ＋０􀆰 ３１４ｐｓ， Ｈ􀆰 Ｉ􀆰 ＝人情味的分数； ｐｗ＝每 １００ 字的人称词数目； ｐｓ ＝

每 １００ 个句子的人称词数目。 Ｉ Ｄｉｄ Ｎｏｔ Ｋｉｌｌ Ｍｙ Ｈｕｓｂａｎｄ 中的人情味 Ｈ􀆰 Ｉ􀆰 ＝ ３􀆰 ６３５∗１３＋ ０􀆰 ３１４∗１３０ ＝
８８􀆰 ０７５， 人情味公式的得分在 ０ 到 １００ 之间， 得分越高说明传播内容越有趣。 人情味强调以幽默或讲故

事的风格进行表现的题材， 通常关注日常生活中的体验、 情感及事物。 刘震云原作中对话和心理描写

较多， 所以译本中心理情感体验和日常对话较多， 用词比较简短， 故而人情味系数比较高。 葛浩文在

译本中的直译方法基本实现了人物语言性格化和形象化， 译语贴近人物的性格特征和身份地位， 用语

言为人物贴标签。 葛浩文将题目改译为 《我没有杀害我的丈夫》， 与他对台湾女作家李昂的 《杀夫》 的

翻译 Ｔｈｅ Ｂｕｔｃｈｅｒ’ ｓ ｗｉｆｅ 有异曲同工之妙。 葛浩文对题目的处理是为了使译文能够立足于欧美本国文化

而对原作进行 “他国化” 的结果。 葛浩文对原作中具有双关含义的人名的翻译， 如 “史为民” （ Ｓｈｉ
Ｗｅｉｍｉｎ－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Ｓｈｉ）， 音译加解释的翻译忠实地再现了原作中欲表达的讽刺意味， 将情感思想和

语文风格融为一体， 通过葛浩文对原作中人名的翻译可以发现他不仅是对浮出水面的字义相当重视，
更对情感、 思想、 风格、 声音节奏等元素格外忠实。

同时， 翻译信息的生产与消费不仅仅是从发送者到接受者的直线运动， 还受传播采用的话语形式、
产生话语的语境、 负载信息技术的手段等多种因素影响。 译者的编码与读者的解码常常是不一致的，
相同的信息在不同受众中会获得不同的解码。 因此，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考虑受众的特点， 对海外

受众进行精准定位， 据此采取相应的传播策略和表达方式。

三

冯小刚导演的 《我不是潘金莲》 是根据刘震云同名小说改编的， 在 《我不是潘金莲》 之前， 冯小

刚已经和刘震云合作了三次， １９９５ 年的 《一地鸡毛》、 ２００３ 年的 《手机》 以及 ２０１２ 年的 《一九四

二》， 三部电影都是由冯小刚执导， 刘震云亲自出任影片编剧。 电影版 《我不是潘金莲》 的传播与译本

传播不同， 涉及传播者→信息→字幕、 画面、 音效等多媒介→受众→传播效果等多个因素。 在西班牙

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中斩获最佳影片 “金贝壳奖” 的同时， 范冰冰还获得最佳女主角 “银贝壳

奖”， 罕见地包揽电影节两项重要大奖， 这也是中国影片时隔 ７ 年再度获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大奖。 电

影节组委会盛赞冯小刚导演塑造了一个充满野心的卡夫卡式女性角色。 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第 ５３ 届台湾电

影金马奖中， 《我不是潘金莲》 获得最佳剧情片、 冯小刚获得最佳导演、 刘震云获得最佳改编剧本的殊

荣。 这部电影引起热议的还有圆形遮罩画面， 冯小刚首次尝试用圆形画面和方形画面相结合的方式，
来暗喻中国现实社会的 “圆” 与 “方”。 “圆” 有旁观者观察的意思。 观众在习惯了传统电影中 １６ ∶ ９
的长方形画幅后， 圆形镜头使人产生深切的代入感， 有一种用第三只眼睛在观察的旁观者感觉， 圆形

画面使观众体会到和现实之间有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我不是潘金莲》 在中国上映， 并同步登陆了北美地区共计 ４０ 家影院。 与以

往华狮电影负责发行的华语片仅在华人聚集区进行较小规模放映不同， 由 Ｗｅｌｌ Ｇｏ ＵＳＡ 负责的 《我不是

潘金莲》 在整个北美地区覆盖了 ４０ 家影院， 其中美国涵盖了纽约、 洛杉矶、 芝加哥、 休斯顿等 ２１ 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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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 ３３ 家影院， 加拿大则包括多伦多、 温哥华等 ６ 个地区的 ７ 家影院， 发行方考虑到北美观众并不熟

悉中国的经典名著 《水浒传》， 对 “潘金莲” 这个名字的内涵并不了解， 于是将本片的英文名改成了

《我不是包法利夫人》 （ Ｉ’ ｍ ｎｏｔ Ｍａｄａｍｅ Ｂｏｖａｒｙ）。 从商业角度讲， 电影也是文化产品的一种， 需要从品

牌货营销的角度考虑片名的翻译。 文化是符号中介， 从文化传播和符号学角度看， 电影是由具有文化

含义的符号编码而成。 符号是文化传播的文本、 信息和话语， 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和媒介， 是文化传

播的基础。 电影的创作过程是编码过程， 而受众观看就是解码过程。 在电影对外传播的过程中， 需要

注意码本的差异性， 尽力保证编码和解码过程不受文化差异的影响。 电影片名作为语言符号， 承担影

片商标的功能， 包含表达作品的内容、 主题， 使人产生愉悦的审美功能和吸引观众的商业功能。 对片

名的翻译是影视作品进入目的语文化的 “先头兵”， 它的翻译受语言制约、 法规制约、 商业制约和流程

制约。 翻译需要尽可能与源片名在类型、 语义、 形象、 色彩、 格调和效果等方面保持相近或一致。 有

很多汉语影视剧采用地名或主要角色的名字作为片名， 对于这类片名通常采用的是音译， 例如 《跟踪

孔令学》 翻译为 Ｔｒａｃｋｓ Ｋｏｎｇ Ｌｉｎｇ Ｘｕｅ。
相比 《水浒传》 里的潘金莲， 美国观众显然更加熟悉法国作家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 而潘金

莲的角色和包法利夫人角色的类似之处， 能够让美国观众更好地理解本片片名背后的含义。 如同 《红

楼梦》 中的甄士隐、 贾雨村， 《我不是潘金莲》 里的人名也都采用双关， 比如王公道、 董宪法、 荀正

义、 史为民、 蔡富邦、 贾聪明、 刁成信、 储清廉等。 但在电影中， 有些人名被做了微调， 变成了荀正

一、 史惟闵、 储敬琏。 荀正义与老法院院长的酒局、 喝完酒驱赶李雪莲， 史为民装秘书逃走， 这些都

与原著情节近似。 但是， 法院院长酒局上的细节、 县长与信访局长的对话， 这些涉及官场酒局文化的

情节被删减了。
对于影片在海外目标受众的考查， 可以参照美国学者施拉姆提出的公式： 可能性回报 ／ 费力程度 ＝

选择的或然率。 要提高或然率可以有两个途径： 一是降低分母值 （预期的困难）， 二是提高分子值 （预
期的回报）。 对于目标受众而言， 可能的报偿就是影片内容是否符合受众的需求， 费力程度就是影片的

放映和传输等因素。 《我不是潘金莲》 在国际上获得佳绩主要得益于本片在稍早前送交了加拿大多伦多

国际电影节 （ＴＩＦＦ） 后反响不错， 在著名影评网 “烂番茄” 上累计获得 ２０ 家专业媒体的好评。 可见，
电影对外传播需要同时提高影片内容的吸引力和传播渠道的便捷性。 由于源语影视剧与译语观众的文

化距离， 影视片名译者势必得在翻译中做出妥协。 当片中提及译语观众所不熟悉的名字 （如历史人物、
名人、 对电视著名广告语的引用等）、 事件、 机构， 保留这些文化元素则显得不是那么必要。 因此， 用

目的语观众所熟悉的社会文化存在替代源语文化社会存在， 可以缩短译语观众于原剧的差异， 有利于

原剧在目的语观众中的接受程度。
纵观中外电影史， 不乏影视改编超越小说原著的例子。 从改编的语言和对白、 时间和背景、 人物塑

造以及对细节的处理中， 可以看出从文学改编为电影的作品是否忠实地再现了原著。 《曼斯菲尔德庄

园》 （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 Ｐａｒｋ） 是简·奥斯汀表现英国乡村风光和女性爱情生活的经典作品， 英国导演帕特丽夏

·罗泽马以此名著为蓝本拍摄了同名电影， 在改编原著的同时还对小说中的细节安排、 剧情设置和人

物表现形式等都做了些许调整， 使得电影比小说更具喜剧色彩和观赏效果。 安妮·普卢克斯 （ Ａｎｎｉｅ
Ｐｒｏｕｌｘ） 以美国西部乡村为背景， 以零星的、 片段式的灵感创作叙述了两个年轻人艾尼斯与杰克之间禁

忌式的爱情著作 《断臂山》 （Ｂｒｏｋｅｂａｃｋ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经历了从小说到剧本， 最后到电影的传播。 剧作者

戴安·娜奥萨那 （Ｄｉａｎａ Ｏｓｓａｎａ） 和拉里·麦克默特雷 （Ｌａｒｒｙ ＭｃＭｕｒｔｒｙ） 深知原著中已有的观念可能阻

碍导演的发挥， 而且原著中的风格与内容的交织使导演很难在电影中完整再现它们， 于是他们在影视

中对原有的小说框架进行了扩充， 并且增设了几个新人物， 促使原作中紧凑的故事情节在电影中具有

更大的张力。 由此可见， 对于文学作品的改编宗旨并不是复制文学作品中的内容， 而是最大限度地保

留原素材。 英剧 《神探夏洛克》 （ Ｓｈｅｒｌｏｃｋ） 改编自 《福尔摩斯探案集》 （ Ｓｈｅｒｌｏｃｋ Ｈｏｌｍｅｓ：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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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Ｓｔｒａｎｄ）， 电影中的人名和人物关系与原著一致， 但改变了原著中大多数的案件和情节， 还重

新创作了独特的案件推理和背景， 同时将故事背景调整到现代社会， 促使情节更加贴近现代人的生活。
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在中国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 １９ 世纪剧作家王尔德的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Ｂｅｉｎｇ

Ｅａｒｎｅｓｔ （１８９５） 曾被钱之德、 余光中、 张南峰等多位译者翻译， 并搬上了舞台。 “Ｅａｒｎｅｓｔ” 不仅为整部

剧的核心词， 同时也是人名。 当时的英国主流社会将 “ｂｅｉｎｇ ｅａｒｎｅｓｔ ａｎｄ ｓｅｒｉｏｕｓ” （做到认真和严肃） 作

为至上美德。 余光中将题目和人名分别翻译为 “不可儿戏” 和 “任真”， 而张南峰翻译为 “认真为上”
和 “任真”。 张译本保留了原作中题目与人名同音的特点， 贴切地传达了 ｅａｒｎｅｓｔ 在剧中反常理的双关

含义。
法国导演让·雅克·阿诺以电影的视觉形象再现了 《狼图腾》 一书中所蕴含的敢于竞争、 不屈不

挠和不自由毋宁死的精神， 以及人与自然以斗争求和谐的精神。 阿诺的震撼拍摄， 加拿大驯兽师安德

鲁·辛普森的高超技巧， 以及中国演员的用心表演， 都为此片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狼图腾》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６ 日在法国公映， 法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 《世界报》 在头一天的头版头条报道了该影片将要上映的

影讯。 影片上映当天就在 １６ 部电影中排在首位， 《狼图腾》 的票房还战胜了新近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

的 《鸟人》。 电影版的 《狼图腾》， 修改了几个人物和两条狼的结局， 除此之外， 无论风格还是故事本

身， 基本忠于原著。 但如果导演完全照搬原著， 会束缚影片进行二度创作的空间。 阿诺很赞成作者把

狼作为主角， 而把人作为配角的基本立场， 姜戎原著中还有 “伤痕文学” 那种对文革辗转不休的控诉

的话语， 但是电影中则弱化了文革情节， 将人与人斗作为次要矛盾， 把人与狼斗、 人与大自然相处作

为了主要探讨的内容。 阿诺的这种处理方式是对原著的一次凝练与升华， 将作品探讨的命题推向了全

人类的高度。

四

阅读原著是个体审美经验参与到原著构建的审美空间， 观影是集体意识或无意识的凝聚和再生，
是对原著审美空间的延伸和扩展。 影视在塑造民族形象和建构民族文化认同方面具有强大的功能。 文

学作品的电影改编是改编者、 拍摄者和观影受众在视听心理上的互动。 影视以图形组合为基础， 以技

术干预的手段加强受众接受和解码的效果， 图像的摄取和描绘与文学在艺术生产和欣赏的过程类似。
因此， 侧重技术性的影视媒介不会扼杀以人文性为本质的文字媒介， 纸质文学作品与影视媒介传播并

行不悖。 在上百年的电影发展史中， 影视媒介构建了新的文学场域， 文学作品经久不衰的原因不仅源

于文字阅读的传承， 还依赖于影视改编才得以广泛传播， 共同创造着文学经典形成的社会文化机制。
２００８ 年，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提出， 要进一步推进广播影视 “走出去”， 要深入研究国内外受众心理

特点和接受习惯， 善于利用现代传播技巧， 增强影视作品的亲和力和感染力。 就文学作品的传播来说，
需要创意设计和传播营销， 无论是文学作品的翻译还是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 都要遵守 “中国市场，
国际表达” 和 “中国故事， 国际叙述” 的对外传播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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